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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发展
———以服务型政党为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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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合法性是任何政党执政的前提条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是静止不
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复杂的问
题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党，着力夯实党的执政
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法治规范党的建设，这对于维护和发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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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Ｒuling Legitimacy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 oriented Party

DU Shiju， CHEN Gong
( Human Science Ｒesearch Institute，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In party government era，the ruling legitimacy is the prerequisites for any political party in
pow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ling legitimacy is not static，and it is in constant change along wi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 At present，all kinds of complex problems pose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resourc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party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Constructing service － oriented party put forward by the CPC is helpful for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improving the party’s ruling ability，and regulating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by the
rule of law，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ruling legitimacy．
Key words: ruling legitimacy; transformation period; service － oriented party; constrution of party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
员的忠诚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普遍。”［1］( p408)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
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想继续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带领中华民族把

握好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就必须深入了解和解决转型期的社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凝聚社会发展
最大共识，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

一、政治合法性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自从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当权者总会用各种方式来阐释自身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这里的“合法



性”是指“合理性、正当性、正统性”等含义，它在更大程度上指的是一种政治意义的合法性。由于合法
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治体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当权者进行统治的基本信约基础，因而各种
关于合法性的思想在中西方思想中处处体现。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来看，关于合法性的系统思考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

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 各阶级) 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
续的意愿。”［2］( p88) 他认为一个政体的合法性应该来自该政治体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服从，这是
一种带有朴素人文色彩且颇有“人类理性”的政治合法性观念，但由于存在着事实上的阶级对立，这种
思想也仅仅有着有限的适用范围。中世纪时期，神学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政权的合法性
也主要由上帝的意志和作为上帝代表的宗教意志来进行阐释。中世纪后期，神学在对古希腊思想吸收
的基础上由经院神学家阿奎那进行了“自然法”的相关改造，认为世俗的君主制国家中的君主和臣民都
遵守的是有约束力的自然法。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资本文明的不断发展，发展壮大的世俗力量不断侵蚀着上帝的神性光辉

和宗教的势力范围。不同于古典时期关于合法性的政治解释是基于政治生活的理所当然，近代各位启
蒙思想家重拾古典时期的“人类理性”，但都从自身的世俗阶级利益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论证。马基雅维
利的权力政治观、布丹的君主契约论、霍布斯的国家契约论、卢梭的公意、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等理论，
都是为了对抗封建神学的压制，更好地发展世俗资本主义，从各自立场和阶层对政治合法性所做的理论

阐述。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政治合法性的相关问题也持续受到关注，关于“人”、“人的理
性”、“法律”的思想等被更多地阐释，这冲破了中世纪以来一直由“神”来解释政治合法性的垄断局面。
此时人们的政治生活带有更多的世俗色彩。
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西方世界逐步建立之后，为了更好地维护新生政权，势必要对政治合法性作出符

合资产阶级的解释。首先将政治合法性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概念提出并对其进行系统阐述的是 19 世纪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 “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
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
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3］( p239)“合法性意味着接受这个权力体制及权力支
持者，并给予肯定的评价。”［4］( p284) 韦伯在讨论政治合法性涵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政治合法性分为传统
型、法理型、超凡魅力型三类。这种划分方式的重点在于突出法理型，因而也就突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中
所倡导的社会契约和法制理论，认为真正的合法性包括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赞同意愿，这是对资产
阶级掌权下的政治所进行的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阐释。在韦伯之后的较长时间，许多政治思想家
都沿着韦伯开辟的理论方式进行阐释。而哈贝马斯则在以往合法性探讨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对合法
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同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
维护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同一性相关联。合法性是用来实现这种要求，也就是说，合法性是用来表
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 或推荐的) 制度是适宜于行使政权，从而使对社会的同一性起决定性作用的
价值得以实现。”［5］( p268) 他认为合法性不仅要有某种真理或价值，同时也应有实现这类价值的经验性手
段，这将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而在古代中国，往往以“天道”、“上天”等抽象概念来作为政权的合法性解释，如自建立中央王朝的

秦帝国及后来各朝，都会使用“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之语。就是说自己是天道的代表，因而具有至高
无上的合法性基础; 同时儒家也有从其他诸如“礼制”、“德”、“仁”等方面为当权者的统治进行合法性
的理论体系建构。
从古代东西方关于合法性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借助抽象概念的合法性解释，是人类在社会生

产力不发达的阶段寻求确定性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寻找的过程则由拥有众多物质利益的当权者所垄断，

并辅助以各种法律、宗教仪式、意识形态等具体方式来体现和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新中国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学术讨论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逐步受到关注。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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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一般都是从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上去把握。如有学者认为:“政治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
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而更主要的是来自根据有关价值体系所判定的、由社会成员给予积极的社
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可能性或正当性。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
样以社会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 另一方面是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
源。就其本质而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
正当性的认可。”［6］( 162 － 163) 也有些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全体社会成员对于政治
统治的承认，对政治统治行为的认可。”［7］( p666) 这也就是说，政治合法性意味着对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正当
性予以认可和支持。
由此，也展开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近代中国各派势力在求得

民族独立的进程中经历了长久的政治合法性争夺; 而新中国的建立则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无与伦比的政

治合法性基础。可见，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一方面，因其所代表的政府的产生是
合法的、正当的，所以表现为人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与服从; 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威通过贯彻其方针、政
策来保持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它不仅强调政治合法性客体的认同和支持，也强调政治合法性
主体自身的不断完善，以保持其合法性的持久。
除此，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还有两个方面的来源: 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赋予党的政治合法性; 二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绩效产生政治合法性。尤其从第二个方面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当然，
也应当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调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出现相对集中，这些社会矛

盾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与拥护。一旦丧失了这种认同与支持，那么党的执政地位
就将动摇，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因此而受到挫折。

二、我国社会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各种利益的不断分化和重组，新制度尚未形成，旧制度还未消解，因而也是中

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容易受到损害的关键时期。同时，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
临着“传统、现代、后现代”因素的复杂交织，在拥有部分现代性的同时也孕育着极大的不稳定，如亨廷
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8］( p38) 逐步拥有自由的个体和社会利益的
多元化，其社会期望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提高和变得多元，这与不健全的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服务和

管理能力存在着巨大不对称，在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的基础上，加上外部环境的挤压，使得当前转型期

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重大挑战。
首先，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存在的过大的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的相

对剥夺感加重，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感知给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巨大考验。改革开放初期实
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带动后富”等相对突出差异化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的。在没有过度政治热情的状况下保持了社会总体稳定，进而激发广大群众的创富热情，带来了中国社
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但在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变动和发展过程中，社会旧机制快速解体，新机制的形成却
非常缓慢。有话语权的社会集团进入市场并占据主动位置，造成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利益配置不均。
贫富差距加大、贫富不均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且因为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了阶层固化。沿海地区
因为地理和历史原因，在政策的扶持下成为中国经济率先起飞的地区，内地则长期为沿海地区提供廉价

人力和物质资源，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同时因我国长期执行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政策，导致
农业和农村在市场要素配置的交换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进而造成农村和城市之间、农业和工业之间经
济差异明显。由于各方面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的不健全，发展成果还未被大多数人所享有，而造成社会
财富占有的极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造成民众相对剥夺感加重，这成

为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棘手问题。加之政治制度的改革相对缓慢，使社会转型期的改革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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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情况看，逐步放开一些非战略性的公共领域，推动价格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会带来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但在政治热情日益上升的社会条件下，已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趋势，有效的政治
改革势在必行。因为细微的政治制度的修补已很难推动社会继续良性发展，稍微过度的变动又会引发
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这种复杂的改革环境在缺乏利益均衡机制的制度化体制下，会形成改革的僵

持，进而降低执政党对社会的管理能力，影响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其次，社会转型期党内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与自身调适能力的缺乏引起人们对执政党的不

满，这极大影响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给党的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严峻考验。“一般来讲，不太稳定的
社会比相对稳定的社会更容易出现腐败，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比传统社会国家的腐败更普

遍。”［8］( p3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过渡，市场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经济利益，而掌权者通过各种方式占取经济资源。但相关制度不健全
极易造成权力约束的真空，权力的约束弱化状况进而使腐败不断地滋生和蔓延。腐败给社会发展带来
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对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损害也是毋庸置疑的。腐败问题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焦点，是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的维护和发

展，极大侵蚀着党的执政合法性。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对党内腐败进行了持续有力的惩治，但这是个长期
复杂的综合治理过程。高调反腐也并不是目的，而是营造全面改革之势，凝聚基本人心的手段，营造
“上下同欲者胜”的改革、整改形势。它虽有广泛的民意共识，也只是当前进行国家发展方向的国内外
总体规划与布局的切入点，它有净化、纠偏、加强中央权威的作用，但如果其方向、力度、决心等各要素不
能合理把握，在国内形势如此复杂，国内外形势联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内部体系抗争与动荡，

因而并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治理的成效将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充分动员起来的广大人民参与政治的愿望，与政治、社会机制不

能满足这种愿望所带来的社会失落感的长期积聚，则会对党的长期执政带来巨大挑战。社会经济的发
展在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公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逐步觉醒，进而产生普遍参与政
治的愿望。公众这种参与政治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利益表达机制的渴求，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认可
并保护自己所认定的相关利益。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剧烈变化过程中造成的利益分化，会导致利益
对立的加剧。我国在集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往往过于强调经济的增长，对社会积累的相关利益
矛盾采取防堵而不是疏导的处置方式，这种“维稳思维”造成民众利益表达渠道狭窄，政治参与严重不
足，合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在现有政治体制不能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提供有包容性的、制
度性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利益矛盾的积累会使得本来是温和的抗议在某些敏感事件或敏感时刻转变

为极端行为。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广泛社会动员，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新需求与新欲
望，“然而过渡性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
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
距就造成了深度颓丧和不满”，［8］( p39) 这些颓丧和不满的不断累积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当前
国际局势剧烈变动，大国之间对抗加剧的敏感时刻，外力的因素在敏感事件上的煽动性操作，极容易将

民众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和解决的利益诉求由温和的抗议逐步演变为极端行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应

对，必将对政治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对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服务型政党与执政合法性的维护和发展
服务型政党是指“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增强责任

意识、服务意识。自觉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责任的新型政党”。［9］“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最早由毛泽
东在 1945 年《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理念。邓小平发展了毛泽
东“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官员有脱离群众危险的情况下，提出“领导就是
服务”的执政理念，使“服务”从一种社会主义道德向执政理念和方式转变。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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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指出党的一切行动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多次出现
“服务”一词，深刻传达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执政党，反映出中
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环境下，善于从不断发展的社会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从执政环境中解

析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这对于维护和发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面临深刻变化，实现执政方式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党，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党，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为谁执政的问题，是一切政党执政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执政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
为了一党一派的少数个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执掌国家政权、从事治国理政活动的本质
区别。”［10］( p29) 一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体现。我国是社会主
义国家，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人民群众是社会
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力。”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
展主体，在党的核心领导下，中国发展进入快车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当前更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刻，这一切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团结广大人

民所创造的。而十八大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党，更加突出党的服务功能，就是要服务于为我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作出根本贡献的广大人民，这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让人民更好地当

家作主，从最深层次维护和发展党的执政合法性。
另一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党，也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环境下顺应人民意愿，更好地服务人民

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前中国正处
于拥有现代性而迈入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发展更为复杂，利益日益多元

化，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权利意识不断上升，“服务”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这自然对党和政府
的服务功能和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具体的社会环境，顺应民意。党服
务群众的方式也应作出适应社会环境和人民需求变化的改变，由以前那种强调管理转向强调服务。而
建设服务型政党，就是把握当下时代发展脉搏，适应人民需求发展变化的重要举措，是我国渡过矛盾多

发的社会转型期执政合法性困境，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党，完善政党的服务功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政党作为与国家权力行使有着密切关系的政治组织，它总是从社会汲取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资源。

“它一端连接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 另一端连接着国家、
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11］( p42) 按照西方政治学
的观点，政党的功能包括利益表达、政治录用、社会动员、政策抉择等。在我国转型期，政党的功能已经
做出了“适应性变迁”，［12］政党服务功能与其他功能发挥相辅相成，实现政党的社会服务。如果说其他
功能是形式，服务功能则是内容，只有通过服务与其他功能的发挥，才能体现党的宗旨作为一种价值理

念得到实现。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日渐复杂多样，也伴随矛盾复杂多样，使执政党面临国内矛盾交织、

国际形势严峻的局面。党面对的“四大考验”依然存在，包括“能力不足危机”在内的“四大危机”亦未
解决。为此，必须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执政党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规律，提高执政能力，更好
地为人民服务。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
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12］服务型政党要求在向广大群众提供服务的过程
中，通过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群众提供一系列利民、便民活动，在服务过程中实
现党的领导。只有提高执政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完成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也只有
提高执政能力，才能交出更好的成绩，使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绩效产生的政治合法
性”基础更加扎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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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以法治规范服务型政党建设，以党执政的合法律性来保证执政的合法性。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治国的基本方略。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依法治党，执政党依法执政，
各参政党依法参政，人民群众依法办事。完善这种链接体系，必将进一步优化共产党的执政生态和人民
当家作主的政治生态，使政党在社会主义法治生态中搞好各种服务。［14］具体来看，一方面，党组织、党员
干部和普通党员在服务过程中应始终秉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在宪法、法律、党章、党规规定范围内
提供各种服务，保证服务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以法治定位和理顺党政关系。［15］我国宪法确定了执政
党的领导地位，但执政党如何实现领导权、如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尚无法可依。
这在实践中导致了领导权无限扩张，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难以到位。因此，只有通过法律规范执政
党的领导权及其行使，才能将执政党领导权异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16］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指示，地方各级
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开始逐步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完善党务、政务的各领域办事
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各地政府部门正以此为契机，逐步推进权力运作的改
革，为从制度上保障“权为民所用”，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
服务政府的转变而努力。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作为执政党也正好借此契机，促进政党的法治建设，从根
本上保证其执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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